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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补贴调查对中国企业出口
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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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反补贴调查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维护贸易公平的重要措施之一，但随着全球化的发

展以及各国对本国产业保护意识的增强，反补贴调查已经成为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也成为受反补

贴调查的重灾国，其中以美国发起的调查居首。文章基于 2007 ～ 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

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据库》合并形成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美国对华反补贴

调查对企业出口产生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 首先，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抑制了企业的出口，从其内在机

制来讲，反补贴调查导致了企业对美国出口成本的增加，引发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以及融资约束的增强，但

却激发了企业进行市场战略调整，这表现为企业降低对美国出口，而增加了对相对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

的出口; 其次，外资企业和多产品企业受到反补贴调查的负面影响相对更小; 最后，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来讲，反补贴调查使得出口企业数目和续存企业出口额均出现下降，尤其在对美国的出口上表现更为明

显，而在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上，虽然出口企业的数目有所减少，但续存企业增加了其产品的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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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从中国加入 WTO 以来，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

一大出口国，但同时，自 2004 年遭遇第一起反补贴调查以来，截至 2017 年 12 月共遭受了 129 起反补贴

调查，占全球反补贴案件约三分之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第一大目标国。其中，美国是对

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根据 WTO 统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美国对中国共计发起 68 起反补

贴调查，占中国遭受反补贴案件的 52． 71%。反补贴与反倾销、保障措施并称为贸易救济措施，但不同

的是反补贴调查涉及政府部门，其调查的对象包括政府补贴的政策和措施，会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

策、产业政策乃至市场经济制度等，易产生连锁反应，并且其应对工作也更加敏感和复杂。因此，面临的

形势也更加紧迫。在美国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愈演愈烈时，考察其对华反补贴调查产生的经济影响以

及异质性企业受到影响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备的反补贴制度，根据规定，反补贴调查主要有两种发起方式，其一是调查

机构主动发起，其二是由申请方代表国内产业提交申请，收到申请后商务部审查立案。国际贸易委员会

对于国内产业是否受到了损害、商务部就补贴存在与否进行调查和初步认定，之后商务部做出终裁、国
际贸易委员会做出终裁，商务部再公布制裁结果，对于受到生产国奖励和补助的进口货物征收正常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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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反补贴税。根据 WTO 统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美国对华发起的 68 起反补贴案件中，涉及最多的

是贱金属及制品类( 32 起) ，其次是化学工业及相关工业产品类( 11 起) 以及机械和电气设备( 9 起) ，共

计占 76． 47%，其余涉及的 8 类产品均低于 5 起。从裁决结果看，肯定裁决比率达到 98． 71%，征收的反

补贴税率最高达到 620． 08% ( 环状焊接碳素钢管案对天津双街集团) ，其中含有 100% 以上征税率的案

件占比 67． 65%，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于不应诉企业适用“不利事实、不利推定”原则确定反补贴率，即

利害关系方在不能提供必要信息时，调查机构可以依据这一原则使得被诉方获得更为不利的裁决结果，

从而导致反补贴率畸高。排除这类后正常的补贴税率在 0． 3% ～ 65% 左右。除此之外，在对中国的反

补贴调查案件中，几乎所有案件涉及了低于合理回报提供货物或者服务的问题，美国以国内市场扭曲为

由拒绝适用国内价格计算补贴利益，人为提高反补贴率。在公共机构问题上，美国认定所有中国的国有

企业均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的“公共机构”，认为其提供的所有货物和服务均为补贴，这些不

当做法均导致了中国企业面临严峻的美国反补贴调查形势。
反倾销、反补贴是各国常用的贸易救济措施，但比较而言，学界对反倾销的规则研究和经济影响研

究相对丰富和成熟，而对反补贴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还相对集中于规则研究，延伸至经济影响研

究的相对匮乏。本文关注反补贴调查对企业出口产生的影响，即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出口额。从理论上

看，反补贴调查会使得被调查产品对美国出口成本上升，从而使经营绩效下降、融资约束加强。但与此

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其他国家出口的相对成本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反补贴调查可能使得企业转移市场

战略，继而可能会表现为减少对于美国市场的出口，而增加对除美国之外市场的出口来弥补部分损失。
鉴于外资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拥有更好的应变能力( 余淼杰，2011 ) ，在这种反补贴调

查引起的市场冲击下会更快地进行调整从而减少损失。并且，相对于单一产品企业，多产品企业拥有更

高的生产率和更好的业绩水平( Goldberg 等，2010; Arkolakis 和 Muendler，2010 ) ，会更快地进行调整，加

大对于其他市场的出口。此外，从出口二元边际来讲，反补贴调查使得一部分企业可能通过退出市场减

少亏损，而另一部分企业虽然留在市场内部，但出口额可能也存在一定调整。据此，我们预测在遭受反

补贴调查后，企业出口额可能下降，而在对美出口下降的同时可能对其他非美国市场出口呈现上升趋

势，且外资企业和多产品企业面临的冲击相对较小，另外，反补贴调查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也可能产

生差异性影响。
为了对以上假说进行验证，本文基于 2007 ～ 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

《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据库》三个数据库合并形成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就反补贴调查的出口

效应进行经验分析，对比分析反补贴调查对于中国微观企业出口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

其影响机制以及异质性企业面对反补贴调查时的差异性反应进行分析，并且扩展到出口的二元边际，从

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两个角度出发进行讨论，以期考察反补贴调查对出口产生的影响，为今后企业应对

反补贴调查提供政策建议，并且弥补学术界对反补贴经济影响的经验研究存在的空白。

二、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已经有大量文献对于贸易救济措施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这一类文献对本文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对于中国的研究中已经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反倾销调查对于出口的影响，主要

包括对出口数量、价格、种类以及贸易转移的影响。
在对出口数量的影响上，多数文献达成了一致结论，即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出

口数量大幅降低( White 和 Jones，2000; 王孝松等，2015; 蒋为和孙浦阳，2016; 张燕和车翼，2018 ) 。唐宜

红和张鹏杨( 2016) 则关注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动态效应，基于对中国反倾销案件数据采取双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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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实证研究认为，在短期内反倾销会对中国出口规模存在抑制作用，但在长期内不明显。除了进出口

数量之外，Lu 等( 2013) 还关注了出口的价格，使用 2000 ～ 2006 年中国出口企业数据实证研究认为，美

国对中国实施反倾销虽然使得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出口大幅降低，但其价格却不受影响。龙小宁等

( 2018) 关注出口的种类，并基于 2000 ～ 2006 年企业 － 产品的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他们

认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受影响企业的非倾销产品对美出口，即认为存在出口种

类的溢出效应。在贸易转移效应上，向洪金( 2008) 通过构建一个“两国三地”的价格竞争模型进行理论

分析，再运用 2002 ～ 2007 年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反倾销案件数据实证检验，研究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反倾

销措施将导致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出口减少，呈现负向的贸易限制效应，同时也导致了韩国和印度等竞争

国同类产品对美国出口增加，即存在着正向的贸易转移效应。谢建国和黄秋月( 2014) 关注这种贸易转

移的持续性，基于 1990 ～ 2011 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案件数据实证研究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申诉

会导致中国涉案产品的出口向世界其他国家转移，且这种转移具备持续性，但并不会影响中美贸易的长

期失衡。
中国企业出口的产品受到国际反倾销调查最早始于 1979 年，但是遭受反补贴调查则从 2004 年开

始，这一现实直接导致了相关的学术成果存在明显的差距。相比于反倾销研究，对于反补贴的研究目前

尚停留在初始阶段( 杨荣珍，2015) 。目前关于反补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法学视角的规则研究: 一是从

法学角度对于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规则进行研究，Sykes( 2003 ) 对 WTO 规则补贴的内涵、Brou 和 Ｒuta
( 2012) 对补贴的效应机制、Clarke 和 Horlick ( 2005 ) 对补贴与产业损害认定及因果关系认定、甘瑛

( 2013) 对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 14 条适用前提、李仲平( 2015) 对一般基础设施的法律判断

标准、徐浩标( 2017) 和刘利平( 2018) 对反补贴外部基准、欧福永和罗文正( 2019 ) 对 WTO《补贴与反补

贴措施协议》中的严重侵害实体规则等分别展开了法理分析。二是用案件分析的方法对相关案例进行

研究，韩立余( 2001) 、龚柏华( 2004) 、朱榄叶( 2005) 、杨荣珍( 2015) 等均从不同角度对多个案例进行了

系统的分析和解读。大多数的学者从单一案例分析切入具体分析补贴的相关规则，如杨荣珍( 2012) 对

美国对华铝型材反补贴案、王朝才和王萌( 2016) 对美国对华 2013 年和 2014 年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案件

的分析等。
也有部分文献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反补贴影响的问题，Zhu 等( 2008) 预测了 2020 年前美国反补

贴税对于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铜版纸进出口的经济影响，认为反补贴税并不会增加生产或改善

净贸易; 王华( 2016) 从出口产品、出口企业、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反补贴法对中国

造成的影响; 郑琦巧和王强( 2018) 则以美国对江苏铝型材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为研究对象，从积极和消

极两个层面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我们发现，现有文献对于反倾销调查产生的贸易影响已经有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但是在反补贴调查

的影响效应研究上，大多基于事实分析的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缺乏系统的经验证据。这为本文的研究提

供了可能的突破空间，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边际贡献: 首先，在选题上，以往

大部分文献分析反倾销调查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以及从法学的角度研究反补贴调查，我们从经济学的

角度出发关注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以此考察反补贴调查引致的经济效应; 其次，在数据上，

我们通过合并 2007 ～ 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据

库》，构建更加详实丰富的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对反补贴带来的影响进行经验验证; 再次，在内容上，我们

在对反补贴造成的出口影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内在机制，考察企业对美国市场和非美国

市场出口变化情况，并且分析异质性企业在遭受反补贴调查时的差异性表现，另外，从出口企业的二元

边际进行进一步扩展性探讨; 最后，在方法上，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法就反补贴调查的出口效应进行经验

分析，以样本年间美国对华反补贴案件作为外生冲击，采取倾向匹配得分的方法构建处理组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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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反补贴调查对于中国微观企业出口所产生的影响。

三、数据处理、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1． 数据

本文通过将 2007 ～ 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数据库》①进

行合并，形成高度细化的反补贴调查微观企业数据。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中国规模以

上全部工业企业的法人代码、企业名称、所在省份、所属行业等基本信息以及工业总产值、销售产值、资
产总计等财务信息，《中国海关数据库》提供了企业出口目的国、出口产品等年度贸易数据，我们借鉴

Ahn 等( 2011) 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两个数据库中相关企业的信息进行匹配并进行合并，形成工企 － 海关

合并数据库。世界银行《全球反补贴数据库》提供了 WTO 主要成员国反补贴调查的详细数据，包括调

查案件号、发起人、被诉产品、调查时间、初裁时间以及终裁时间等信息。通过海关编码协调制度 HS6
位税号和年份将其与工企 － 海关合并数据库合并后，我们参考 Qiu 和 Yu( 2014) 的研究方法，剔除数据

库中存在的不合理观测值，除此外，为保证本文样本中反补贴调查前后有足够的观察时间，我们还剔除

了在 2007 年和 2013 年发起的案件。最后得到一个包含 2924 家企业共 25 916 个观测值的样本。
2． 匹配方法

本文采取倾向匹配 － 双重差分的方法对反补贴的出口效应进行分析，将反补贴调查作为事件的外

生冲击，构造一个自然实验，以尽可能避免内生性问题在估计中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将在样本年份中受

到反补贴调查的企业作为处理组，而在其他维度与其相似但未受到反补贴调查的企业作为对照组，通过

Ｒosenbaum 和 Ｒubin( 1983) 提出的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具体来说，我们首先用 Logit 回归

在多个维度上得到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倾向匹配得分值，即 pi 和 pj，然后计算并且选择两组之间距离

最小的样本作为相应的对照组，即:

c( i) = min j‖pi － pj‖ ( 1)

在匹配维度的选取上，我们参考 Lu 等( 2013) 、王孝松和谢申祥( 2009) 、蒋为和孙浦阳( 2016) 的方

法，将以下变量作为匹配变量: 一是产品历史遭遇反补贴调查虚拟变量，即在 2008 年之前该产品是否遭

受过其他国家的反补贴调查，若是则取 1，否则取 0; 二是美国反补贴调查剧烈程度变量，以美国当年对

于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数目进行度量; 三是美国特定产品反补贴剧烈程度，以美国

在该产品上当年发起的反补贴数目度量; 四是对美国的出口，采用对美出口额的对数值表示; 五是当年

的实际汇率。基于这五个维度，我们参考蒋为和孙浦阳( 2016) 的研究，采用 1∶ 10 的比例对《全球反补

贴数据库》中产品进行匹配，获得样本后通过年份及 HS6 位商品代码与工企 － 海关合并数据库进行匹

配，得到本文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样本。具体来说，我们通过识别企业出口的产品是否遭受到反补贴

调查来判断企业是否为被反补贴调查企业，即如果企业在反补贴案件发起前一年就出口该被诉产品，则

其为调查组企业，而出口匹配产品的企业为对照组企业②。
3． 模型设定

匹配得到本文样本后，我们采取双重差分的方法对两组样本的出口绩效进行比较分析，参考龙小宁

等( 2018) 的研究方法，我们构建以下模型:

yft = β0 + β1Treatmentf × Postft + β2Xft + αt + γf + μft ( 2)

·63·

①

②

https: / /datacatalog． worldbank． org /search? search_api_views_fulltext_op = AND＆query = GCVD＆nid = ＆sort_by = search_api_relevance＆sort_order = DE-
SC．

若企业产品受到多次反补贴调查，则以第一次为处理时间。




美国反补贴调查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世界经济研究》2020 年第 2 期

其中，f、t 分别代表企业和时间，被解释变量 yft表示企业对外出口总额的对数值、对美国出口总额的

对数值、对非美国市场出口总额的对数值。Treatmentf 表示企业是否属于受到反补贴调查的影响，若是

则取 1，反之为 0。Postft为反补贴调查事件虚拟变量，若企业该年遭受反补贴调查则取值为 1，反之为 0。
Xft为企业随着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αt、γf 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μft为随机扰动项。

4． 核心变量说明

(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出口额，我们采用每个企业年度总出口额的对数值进行度量，以考察反补贴

调查对于企业出口产生的综合影响。参考龙小宁等( 2018 ) 的研究，我们预测同反倾销相似，由于反补

贴调查会使得企业对美国出口的贸易成本增加，所以其会抑制企业对美国的出口，而这一理论机制也意

味着企业可能会增加对非美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即将贸易转移至低成本国家。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我们

加入企业对美出口额和企业对非美市场出口额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进一步对反补贴调查影响企

业出口的理论机制进行说明。
(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受到反补贴调查的影响和反补贴调查时间这两个

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定义如上文所示。
( 3) 控制变量: 参考 Chandra 和 Long( 2013) 的研究，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进行控

制，分别用当年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加 1 后数值的对数值和从业人数的对数值进行度量。同时，由

于生产率也是影响企业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 Melitz，2003) ，我们采用人均产出进行度量控制。根据周

大鹏( 2014) 的研究，所有制是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按照企业注册登记类型

将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加入控制变量。除此之外，我们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Treatment × Post

均值

0． 102

标准差

0． 302

最小值

0． 000

最大值

1． 000

处理组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照组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出口总额( 对数) 10． 265 2． 571 0． 000 18． 214 10． 170 2． 650 0． 000 16． 352

对美出口( 对数) 11． 605 2． 467 0． 000 16． 994 11． 233 2． 642 4． 500 15． 719

对非美市场出口( 对数) 10． 513 2． 522 0． 000 18． 214 9． 991 2． 610 0． 000 16． 352

企业年龄 2． 291 0． 492 0． 693 4． 357 2． 434 0． 590 0． 693 4． 489

企业规模 5． 337 1． 263 2． 079 10． 552 5． 467 1． 022 2． 079 9． 437

人均产出 12． 830 0． 815 9． 956 20． 062 12． 395 1． 047 1． 371 17． 031

是否外资 0． 807 0． 394 0． 000 1． 000 0． 578 0． 494 0． 000 1． 000

是否国有 0． 766 0． 423 0． 000 1． 000 0． 505 0． 500 0． 000 1． 000

四、经验结果分析

在进行本文的基准分析前，有必要对于双重差分法的关键假设———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这一假

设要求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冲击前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对此，我们将对照组和处理组企业的平均出口

总额作为纵轴，将遭遇反补贴调查时间及前两年和后三年作为横轴刻画两组出口额的变动趋势，结果如

图 1 所示，图中的垂直虚线表示反补贴调查的时间。可以发现，在反补贴调查前两组企业的出口额均呈

现上升的趋势，并且这两组上升趋势基本保持平行，这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反补贴调查之前不存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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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差异性。但在反补贴调查之后，虽然这两组企业的出口额均有所下降，但是处理组的企业明显比对

照组企业的出口额下降强度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初步表明反补贴调查对于受调查企业的出口额存在

显著的抑制性影响。

图 1 受调查企业和未受调查企业出口额变化趋势

1． 基准结果分析

在平行趋势成立这一假设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实证考察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产生的影响。首

先以企业出口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见表 2 第 1 列。我们发现与初步预测一致，核心解释变量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总额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冲击，使得出口总额下降了

31． 3%。我们进一步验证前文理论分析的猜测，即反补贴调查对出口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表现为减少

了对美国的出口，而增加了对于成本相对较低的其他非美国市场的出口，发生贸易转移。为了对其进行

验证，我们分别将对美国的出口额和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2 的后

两列。可以发现，反补贴调查使得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发生显著的减少，相反地，却增加了对于除美国之

外其他市场的出口，这一结果验证了我们对于理论机制的猜测，同时也从侧面说明，虽然存在有部分企

业将贸易转移到非美国市场出口的情况，但是仍然无法弥补反补贴调查所产生的负向冲击。

表 2 基准结果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Treatment × Post － 0． 313＊＊＊ ( 0． 109) － 3． 958＊＊＊ ( 0． 285) 0． 351＊＊＊ ( 0． 116)

企业年龄 0． 088＊＊＊ ( 0． 032) 0． 384＊＊＊ ( 0． 088) － 0． 050 ( 0． 034)

企业规模 － 0． 005 ( 0． 017) 0． 139＊＊＊ ( 0． 500) 0． 013 ( 0． 018)

人均产出 0． 295＊＊＊ ( 0． 017) 0． 210＊＊＊ ( 0． 062) 0． 280＊＊＊ ( 0． 017)

是否外资 0． 123* ( 0． 065) 0． 757＊＊＊ ( 0． 131) － 0． 603＊＊＊ ( 0． 076)

是否国有 － 0． 117 ( 0． 074) 0． 297* ( 0． 168) 0． 357＊＊＊ ( 0． 08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390 3662 21728

Ｒ-squared 0． 029 0． 155 0． 034

注: ＊＊＊、＊＊、*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2． 稳健性检验分析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我们考虑控制组选择方法、样本非随机性和异常值、加工贸易厂商的存在以

及同期反倾销调查对于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并通过替换处理组、剔除样本异常值、加工贸易厂商以及

“双反”调查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考察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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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替换控制组

前文在用倾向匹配方法得到样本时，将五个维度与处理组相似的产品作为控制组，如果改变控制组

选取的方法是否会对本文的基准结果产生显著性的影响? 为了考察这一问题，确保估计结果可靠，我们

利用 Lu 等( 2013) 的方法重新构建对应的对照组，并基于本文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具体来说，我们将出

口涉案产品所属的 HS4 位编码下所有未涉案 HS6 位产品的企业作为对照组进行回归，同样地，我们采

用企业出口总额、对美出口额和对非美国市场出口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我们发

现，在替换了控制组之后所得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即基准结果并未由于对照组选取的变化而发

生显著的变化，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的出口总额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减少了企业对美国出口额，

但是却增加了企业对于除美国之外其他市场的出口，基准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表 3 替换控制组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Treatment × Post － 0． 637＊＊＊ ( 0． 182) － 2． 225＊＊＊ ( 0． 326) 0． 202* ( 0． 106)

企业年龄 0． 351＊＊＊ ( 0． 073) 0． 881＊＊＊ ( 0． 151) 0． 460＊＊＊ ( 0． 076)

企业规模 － 0． 154＊＊＊ ( 0． 033) 0． 281＊＊＊ ( 0． 075) － 0． 213＊＊＊ ( 0． 035)

人均产出 0． 483＊＊＊ ( 0． 044) 0． 957＊＊＊ ( 0． 112) 0． 345＊＊＊ ( 0． 044)

是否外资 0． 840＊＊＊ ( 0． 139) － 0． 742＊＊＊ ( 0． 224) 0． 870＊＊＊ ( 0． 155)

是否国有 0． 410＊＊ ( 0． 163) 2． 223＊＊＊ ( 0． 287) 0． 151 ( 0． 18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6726 1012 5714

Ｒ-squared 0． 067 0． 370 0． 066

( 2) 样本非随机性和异常值

考虑到本文的样本可能会存在非随机性和异常值，这将会导致基准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因此本文对

样本通过剔除可能存在的异常值进行稳健性检验，考察本文的基准结果是否会因为异常值的存在而发

生偏误。在样本处理上，我们把相应被解释变量即出口指标低于 1% 分位点和高于 99% 分位点的样本

值进行剔除，用这一新的样本进行再估计。表 4 报告了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在剔除了样本异常值之后，

反补贴对企业出口总额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存在，并且也进一步证实了反补贴调查导致了企业的出口

贸易从美国市场向非美国市场的转移，这说明基准估计结果稳健。

表 4 剔除异常值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Treatment × Post － 0． 295＊＊＊ ( 0． 102) － 3． 817＊＊＊ ( 0． 279) 0． 926＊＊＊ ( 0． 089)

企业年龄 0． 059＊＊ ( 0． 030) 0． 426＊＊＊ ( 0． 086) － 0． 175＊＊＊ ( 0． 026)

企业规模 － 0． 057＊＊＊ ( 0． 016) 0． 139＊＊＊ ( 0． 049) 0． 046＊＊＊ ( 0． 014)

人均产出 0． 337＊＊＊ ( 0． 016) 0． 210＊＊＊ ( 0． 061) 0． 312＊＊＊ ( 0． 013)

是否外资 0． 221＊＊＊ ( 0． 060) 0． 782＊＊＊ ( 0． 128) － 0． 907＊＊＊ ( 0． 058)

是否国有 0． 199＊＊＊ ( 0． 069) 0． 334＊＊ ( 0． 165) 1． 231＊＊＊ ( 0． 06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940 3630 20086

Ｒ-squared 0． 038 0． 161 0．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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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剔除加工贸易

中国出口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加工贸易占比较高，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

程度相对较高，并且是独立于中国本国的生产体系的( 林桂军等，2018) ，我们认为反补贴调查可能会对

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影响表现出差异性，从而影响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为考察这一影响，我们利用

《中国海关数据库》中所提供的企业出口产品贸易类型数据，将加工贸易从样本中剔除得到新的样本，

进行回归后得到表 5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剔除了加工贸易之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依旧保持稳健，

即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总额产生的影响及产生的出口市场转移现象并未由于中国出口模式的独特

性而产生显著差异。

表 5 剔除加工贸易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Treatment × Post － 0． 428＊＊＊ ( 0． 0597) － 0． 504＊＊＊ ( 0． 173) 0． 829＊＊＊ ( 0． 114)

企业年龄 0． 136＊＊＊ ( 0． 030) － 0． 022 ( 0． 088) 0． 200 ( 0． 032)

企业规模 － 0． 106＊＊＊ ( 0． 017) － 0． 051 ( 0． 049) － 0． 101＊＊＊ ( 0． 017)

人均产出 0． 338＊＊＊ ( 0． 016) 0． 253＊＊＊ ( 0． 064) 0． 336＊＊＊ ( 0． 016)

是否外资 0． 145＊＊ ( 0． 061) 0． 850＊＊＊ ( 0． 136) － 0． 609＊＊＊ ( 0． 071)

是否国有 0． 315＊＊＊ ( 0． 071) 0． 396＊＊ ( 0． 175) 0． 884＊＊＊ ( 0． 080)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3635 3635 20000

Ｒ-squared 0． 035 0． 091 0． 047

( 4) 剔除“双反”调查

美国对华发起的反补贴调查很多都是伴随着反倾销调查的同时发起，即同时发起了“双反”调查。
为了检验本文基准结果是否受反倾销调查的影响，更精确地识别单纯发起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产

生的影响，我们将样本中伴随同时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双反”调查样本值进行剔除，以此考察本文的基

准结果是反补贴调查产生的还是伴随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6。我们发现核心系数仍然通

过了 1%的统计检验并且符号不变，这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并未受到影响，仍是成立的，即单独发起反

补贴调查会对企业的出口总额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也使得企业出口市场发生了转移。

表 6 剔除“双反”调查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Treatment × Post － 0． 936＊＊＊ ( 0． 0681) － 0． 681＊＊＊ ( 0． 162) 0． 250＊＊＊ ( 0． 0762)

企业年龄 － 0． 0617 ( 0． 0536) 1． 849＊＊＊ ( 0． 218) 0． 204＊＊＊ ( 0． 0535)

企业规模 0． 294＊＊＊ ( 0． 0163) － 0． 362＊＊＊ ( 0． 104) 0． 438＊＊＊ ( 0． 0202)

人均产出 0． 510＊＊＊ ( 0． 0206) － 0． 235* ( 0． 123) 0． 712＊＊＊ ( 0． 0215)

是否外资 － 4． 920＊＊＊ ( 0． 0825) 2． 229＊＊ ( 0． 928) － 3． 048＊＊＊ ( 0． 0857)

是否国有 5． 257＊＊＊ ( 0． 0880) － 0． 643 ( 0． 943) 4． 334＊＊＊ ( 0． 058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8882 968 6874

Ｒ-squared 0． 561 0． 382 0． 574

3． 进一步机制验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认为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使得企业出口的成本提高，从而表现为企业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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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减少而增加了对成本相对低的其他市场的出口。在此，我们对其内在机制进行进一步验证，主要从

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我们认为同反倾销类似，企业被征收反补贴税后的出口成本增加会减少企业的盈

利( Egger 和 Nelson，2011) ，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所下滑，出现出口负向冲击。其次，成本的提升影响

企业资金流动，并且绩效的下滑如同一个信号，导致企业的融资能力迅速下降，从而增加企业出口面临

的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的出口( 蒋为和孙浦阳，2016) 。这两个原因都会导致企业出口，尤其是对美国出

口的下降，但在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企业可能会发生战略调整，通过转移市场等方式减少在美国市场

上所遇到的冲击。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融资约束产生了显著的

负向影响，表现为企业出口的下降，但是反补贴调查使得企业调整战略以应对损失，企业市场战略的调

整覆盖了由于经营绩效下降和融资约束加强而对非美国市场出口减少的影响。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我

们采用总资产收益率度量企业的经营绩效，采用 SA 指数( Hadlock 和 Pierce，2010) 度量企业的融资约束

程度①，采用市场多元化( 市场数) 度量企业的战略调整。我们将这三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考察

反补贴调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见表 7。我们发现，反补贴调查显著地降低了总资产收益率并提高

了 SA 指数以及市场多元化程度，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符。这表明反补贴调查引起的对美出口成本增加，

恶化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且加大了融资约束，但是促使企业采取策略积极调整出口市场，以应对反补贴

调查带来的负面影响。

表 7 进一步机制验证: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出口总额 对美出口额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Treatment × Post － 0． 122＊＊＊ ( 0． 012) 5． 672＊＊＊ ( 0． 684) 0． 024＊＊＊ ( 0． 004)

企业年龄 0． 053＊＊＊ ( 0． 003) 26． 280＊＊＊ ( 0． 197) 0． 003* ( 0． 002)

企业规模 － 0． 018＊＊＊ ( 0． 002) 2． 769＊＊＊ ( 0． 103) 0． 021＊＊＊ ( 0． 001)

人均产出 － 0． 023＊＊＊ ( 0． 002) 0． 955＊＊＊ ( 0． 104) 0． 018＊＊＊ ( 0． 001)

是否外资 － 0． 029＊＊＊ ( 0． 007) 0． 241 ( 0． 404) 0． 004 ( 0． 004)

是否国有 － 0． 045＊＊＊ ( 0． 008) － 0． 998＊＊ ( 0． 459) － 0． 019＊＊＊ ( 0． 00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386 25386 25386

Ｒ-squared 0． 050 0． 480 0． 105

4． 异质性分析

反补贴调查会对企业的出口总额以及对美国和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产生影响，那么不同的所有制

企业或者是单一产品与多产品企业在面对反补贴调查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异质性的表现，我们接下来将

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
( 1)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补贴涉及到企业的所有制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两类企业在资本构成、公司治理以

及政府的补贴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不同所有制企业在面对反补贴调查时应该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其一，外资企业受到利润率的强烈驱动，其可能会有更强的动力去调整产品的结构，同时拥有相对更快

的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 余淼杰，2011) ; 其二，国有企业管理者激励体系不完善，管理者对企业绩效关

注不足( 田利辉和张伟，2013) ，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相对较差，但同时，国有企业规模较大，获得的政

府准入优惠政策和关键要素资源配置的偏向相对较多( 张杰等，2013) ; 其三，中国的私营企业以中小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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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为主，应对市场变化能力较弱。因此我们预测，相对来说外资企业在面对反补贴调查时可以较快地做

出应变，可能受到反补贴调查的冲击相对较小，而国有企业虽然应变能力相对较差，但其在政府的支撑

下可以转向非美国市场出口，总的出口额受到的冲击相对民营企业小，即在总出口上受到冲击的程度

为: 外资企业 ＜ 国有企业 ＜ 民营企业。但具体到美国反补贴的情境下即对美国出口表现上，这个排序可

能有所不同，因为在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对于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规定，其受到的制裁更严

厉，因此在对美出口上的冲击表现为: 国有企业最为严重，外资和民营企业相对较低。自然，在对非美国

市场的出口上，外资和国有企业可能会出现显著的转移，而民营企业则可能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通过转移

市场出口弥补反补贴对美出口带来的负向影响。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我们按照企业的注册登记类型将企业划分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

个样本，对企业出口总额的变化情况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8。我们发现，相对来讲在外资企业样本

下，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是并不显著，同时在国有企业样本下，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

数相对于民营企业样本下估计系数更小，这与我们的预测保持一致。

表 8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1
样本 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Treatment × Post － 0． 161 ( 0． 121) － 0． 398＊＊＊ ( 0． 125) － 2． 951＊＊＊ ( 0． 661)

企业年龄 － 0． 276＊＊＊ ( 0． 039) － 0． 443＊＊＊ ( 0． 040) 0． 678＊＊＊ ( 0． 054)

企业规模 － 0． 063＊＊＊ ( 0． 019) － 0． 071＊＊＊ ( 0． 020) 0． 151＊＊＊ ( 0． 033)

人均产出 0． 295＊＊＊ ( 0． 020) 0． 285＊＊＊ ( 0． 021) 0． 240＊＊＊ ( 0． 028)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5495 13705 9808

Ｒ-squared 0． 049 0． 060 0． 059

我们就不同所有制企业对美国出口额和对非美国市场出口额的变化进行估计以考察反补贴调查对

企业出口总额影响的理论机制。估计结果见表 9，我们发现在对美国出口额的影响上，三类企业均受到

了显著的负向冲击，其中国有企业的冲击最为严重。但是在对于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影响上，外资企业

和国有企业表现出了贸易的转移，而民营企业仍受到负面冲击，这解释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总额受到

反补贴调查冲击程度不同的原因。同时，与我们上文的分析大体一致，外资企业的应变能力以及国有企

业的政府支撑使得这两类企业的冲击相对民营企业更小一些。同时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企业应变能力对

缓解反补贴调查影响的重要作用。
( 2) 单一产品和多产品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根据 Goldberg 等( 2010) 、Arkolakis 和 Muendler( 2010 ) 的研究，多产品的企业相对于单一产品企业

而言，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并且绩效水平更好。蒋为和孙浦阳( 2016) 在研究反倾销调查时发现，反倾

销调查对于多产品企业的影响相对更小，类似地，我们认为反补贴调查也存在同样的差异性影响，生产

多个产品的企业相对来说产品种类调整余地更多并且人员设备等更加完善( 龙小宁等，2018 ) ，并且多

产品企业也可能通过非调查产品补贴调查产品的部分损失( Lu 等，2013) ，从而更容易应对调查带来的

负向影响。因此，我们预测多产品企业受到的反补贴调查冲击相对单一产品更小。为验证这一想法，我

们统计每个企业出口的 HS6 位产品编码种类，仅出口一种产品的定义为单一产品企业，出口多种产品

的定义为多产品企业。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前两列以企业出口总额为被解释变量，我们发现

单一产品企业的出口总额受到了反补贴调查的冲击，出现显著的下降，而多产品企业并未表现出负向的

冲击。为进一步考察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在第 3 列、第 4 列和后两列中采用企业对美出口额和对非美

市场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可以发现在对美国出口额的影响上，无论是单一产品企业还是多产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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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于反补贴调查而出现了出口下降，但比较而言，多产品企业的下降幅度低于单产品企业。而在对非

美国市场

表 9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2

样本
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被解释变量: 对美出口额

Treatment × Post － 2． 545＊＊＊ ( 0． 318) － 3． 546＊＊＊ ( 0． 312) － 2． 505＊＊＊ ( 0． 230)

企业年龄 － 0． 184* ( 0． 105) － 0． 870＊＊＊ ( 0． 106) 1． 682＊＊＊ ( 0． 109)

企业规模 － 0． 137＊＊ ( 0． 054) 0． 044 ( 0． 056) 1． 702＊＊＊ ( 0． 101)

人均产出 0． 809＊＊＊ ( 0． 061) 0． 558＊＊＊ ( 0． 073) 0． 032 ( 0． 10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18 1801 1241

Ｒ-squared 0． 264 0． 329 0． 511

被解释变量: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Treatment × Post 0． 620＊＊＊ ( 0． 126) 0． 395＊＊＊ ( 0． 132) － 3． 073＊＊＊ ( 0． 660)

企业年龄 － 0． 506＊＊＊ ( 0． 042) － 0． 581＊＊＊ ( 0． 044) 0． 767＊＊＊ ( 0． 059)

企业规模 0． 010 ( 0． 020) － 0． 009 ( 0． 022) 0． 035 ( 0． 035)

人均产出 0． 244＊＊＊ ( 0． 021) 0． 189＊＊＊ ( 0． 022) 0． 323＊＊＊ ( 0． 02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3077 11904 8567

Ｒ-squared 0． 069 0． 066 0． 070

的出口上，多产品企业的出口出现了显著的大幅度增加，这使得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总额表现出了上涨，

但单一产品企业出口调整程度不够，从而表现为企业出口总额的下降。

表 10 单一产品和多产品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样本

出口总额

单一产品 多产品

对美出口额

单一产品 多产品

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单一产品 多产品

Treatment × Post
－ 0． 553＊＊＊

( 0． 119)

9． 785＊＊＊

( 1． 013)

－ 3． 904＊＊＊

( 0． 256)

－ 2． 636＊＊＊

( 0． 433)

0． 235*

( 0． 130)

4． 766＊＊＊

( 1． 383)

企业年龄
－ 0． 057*

( 0． 032)

－ 1． 411＊＊＊

( 0． 254)

－ 0． 403＊＊＊

( 0． 0826)

2． 068＊＊＊

( 0． 222)

－ 0． 097＊＊＊

( 0． 035)

－ 3． 750＊＊＊

( 0． 546)

企业规模
0． 062＊＊＊

( 0． 018)

－ 0． 696＊＊＊

( 0． 077)

0． 313＊＊＊

( 0． 049)

0． 113

( 0． 084)

0． 051＊＊＊

( 0． 019)

0． 732＊＊＊

( 0． 162)

人均产出
0． 331＊＊＊

( 0． 017)

－ 0． 453＊＊＊

( 0． 114)

0． 392＊＊＊

( 0． 059)

0． 694＊＊＊

( 0． 243)

0． 290＊＊＊

( 0． 017)

－ 0． 170

( 0． 209)

是否外资
－ 0． 451＊＊＊

( 0． 068)

6． 155＊＊＊

( 0． 148)

－ 1． 343＊＊＊

( 0． 143)

6． 978＊＊＊

( 0． 223)

－ 0． 640＊＊＊

( 0． 078)

3． 677＊＊＊

( 0． 362)

是否国有
0． 304＊＊＊

( 0． 078)

－ 4． 586＊＊＊

( 0． 189)

2． 611＊＊＊

( 0． 193)

－ 3． 601＊＊＊

( 0． 323)

0． 365＊＊＊

( 0． 086)

0． 788

( 0． 576)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102 1288 2971 691 21131 597

Ｒ-squared 0． 034 0． 706 0． 227 0． 896 0． 034 0．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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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扩展分析———基于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

前文从企业贸易发生转移的角度分析了反补贴调查造成企业出口总额下降的内在机制，本部分我

们进一步扩展，从出口的二元边际来考察企业出口额的减少是由于出口企业数目的减少( 广延边际) 还

是现存企业出口额的减少( 集约边际) ，亦或是二者均减少引发的? 对美国和非美国市场出口额的变化

是否也有出口企业数目和出口额的不同变化?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采用出口企业的数目以及现存

企业出口额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角度进行解释。
首先，从广延边际出发，采用出口企业数目、对美出口企业数目以及对非美国市场出口企业数目作

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11。我们发现反补贴调查导致了市场中企业数目显著减少了 415%，

无论是对美国出口的企业还是对于非美国市场出口的企业数目都表现出负向抑制影响，即从广延边际

来看，反补贴调查导致部分企业退出市场，从而使市场中现存企业数目减少。

表 11 从广延边际出发的扩展分析

被解释变量 出口企业数目 对美出口企业数目 对非美市场出口企业数目

Treatment × Post － 4． 150＊＊＊ ( 0． 034) － 3． 784＊＊＊ ( 0． 097) － 4． 223＊＊＊ ( 0． 036)

企业年龄 0． 018* ( 0． 010) 0． 157＊＊＊ ( 0． 030) － 0． 022＊＊ ( 0． 011)

企业规模 0． 056＊＊＊ ( 0． 005) 0． 201＊＊＊ ( 0． 017) 0． 049＊＊＊ ( 0． 005)

人均产出 － 0． 052＊＊＊ ( 0． 005) 0． 116＊＊＊ ( 0． 021) － 0． 067＊＊＊ ( 0． 005)

是否外资 0． 052＊＊＊ ( 0． 020) 0． 150＊＊＊ ( 0． 044) 0． 025 ( 0． 023)

是否国有 － 0． 471＊＊＊ ( 0． 023) － 0． 456＊＊＊ ( 0． 057) － 0． 496＊＊＊ ( 0． 026)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390 3662 21728

Ｒ-squared 0． 690 0． 640 0． 707

其次，从集约边际出发，采取续存企业出口额对数值、对美出口额对数值以及对非美国市场出口额

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见表 12。可以发现，反补贴调查导致续存企业出口额下降了 31．
3%，在对美国的出口额上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抑制作用，下降了 395． 8%，而在对于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

上却表现出了显著上升的趋势，即从集约边际来看，反补贴调查引致了续存企业出口额的下降，尤其是

对美国出口额的下降，相反地却增加了对于非美国市场的出口额。

表 12 从集约边际出发的扩展分析

被解释变量 续存企业出口额 续存企业对美出口额 续存企业对非美市场出口额

Treatment × Post － 0． 313＊＊＊ ( 0． 109) － 3． 958＊＊＊ ( 0． 285) 0． 351＊＊＊ ( 0． 116)

企业年龄 0． 088＊＊＊ ( 0． 032) 0． 384＊＊＊ ( 0． 088) － 0． 050 ( 0． 034)

企业规模 － 0． 005 ( 0． 016) 0． 139＊＊＊ ( 0． 050) 0． 013 ( 0． 018)

人均产出 0． 295＊＊＊ ( 0． 017) 0． 210＊＊＊ ( 0． 062) 0． 280＊＊＊ ( 0． 017)

是否外资 0． 123* ( 0． 065) 0． 757＊＊＊ ( 0． 131) － 0． 603＊＊＊ ( 0． 076)

是否国有 － 0． 117 ( 0． 074) 0． 297* ( 0． 168) 0． 357＊＊＊ ( 0． 08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390 3662 21728

Ｒ-squared 0． 029 0． 155 0． 034

综合以上从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出发的经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 首先，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出口产

生的抑制性作用表现为出口企业数目和续存企业出口额的双方面降低，其对企业出口造成的影响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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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部分企业面临调查选择退出市场，而坚持在市场中的企业则由于调查带来的冲击降低了出口

额。其次，反补贴调查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产生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对美出口企业数目的减少和续

存企业对美出口额的下降。美国对华反补贴导致对美出口成本的提高，进而导致企业退出市场或者减

少对美出口。最后，前文研究发现的企业对于非美国市场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续存企业出口额的增

长，反补贴调查同样导致了一部分脆弱企业退出对外出口，但是留存下来的企业转向对其他国家进行出

口，并且增加了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额，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补贴调查带来的负向冲击。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7 ～ 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全球反补贴数据库》的合并

数据，通过最近邻匹配方法确定了处理组和对照组，就美国发起反补贴调查对中国企业出口造成的影响

进行讨论，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同时本文对其内在机制进行分析，随后对于不同所有

制、单一产品和多产品企业面对反补贴调查的差异性进行了考察，最后从出口二元边际角度展开讨论。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对于企业的出口产生了显著的抑制影响。从其内在

机制来看，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导致企业出口成本的提高，使得企业经营绩效下滑、融资约束增强，但是

激发企业进行市场战略调整，表现为企业对美国出口额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而对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市

场则提高了出口。第二，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于反补贴调查的反应存在差异性，其中外资企业所受到的冲

击最小，表现在对美出口虽然下降，却显著增加了对于非美国市场的出口。第三，相对于单一产品企业

来说，多产品企业在面对反补贴调查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这类企业转而向非美国市场增加其产品

的出口。第四，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来看，反补贴调查导致了出口企业数目和续存企业出口额的双方

面降低，尤其是在对美出口上却表现出大幅下降，但是在对非美国市场的出口上却表现为出口企业数目

的减少，而续存企业增加了其产品的出口额。
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存在，尤其现在表现得更为激烈。反补贴调查作为一直以来贸易救济措施的重

要手段，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得出结论为中国企业应对反补贴调查、减少反补贴措施

带来的负面冲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企业应该建立并强化内部战略调整机制，在面对国际冲击时能

够及时做出市场战略调整以减缓损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应该增强自身的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有效

应对贸易环境变化，积极应对反补贴调查。单一产品的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以扩展

产品的种类，从而能够在遭受反补贴调查时调整产品，稳定企业的出口，减少反补贴对于企业造成的负

面影响。总的来说，企业应当从自身出发，通过创新产品、扩大产品种类、增强企业面对国际环境的应变

能力和战略调整能力，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减少反补贴调查的冲击，保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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